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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政策与地方经济增长

王　之　田文佳　张庆华＊

：在持续推进的土地要素市场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以２００７年我国
工业用地最低价政策为切入点，利用政策实施年份前后及最低价标准在区县间
的双重差异，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这项政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发现，在受最低价政策约束的区县里，最低价标准每提高１００元，区县范
围内夜间灯光强度平均下降约２．６％。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过高”的最低价阻
碍了新企业的进入和已有企业的扩张，进而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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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作为工业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土地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
的作用 （陶然等，２００７；梁若冰和韩文博，２０１１；谭术魁等，２０１２）。文献普遍认为，
财税和晋升激励促使地方政府将土地作为招商引资、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
（张莉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９；雷潇雨和龚六堂，２０１４；杨其静等，２０１４；田文佳等，２０１９ａ）。
一方面，低廉的用地价格既降低了 “种子”企业的进入成本，也推动了已有企业的发展
和扩张，这促进了地方产业集群和集聚经济的形成，进而带来了地方经济的持续增长
（Ｒａｕｃｈ，１９９３；田文佳等，２０１９ｂ）。另一方面，与这种低价引资模式相伴随的是工业用
地以粗放的方式过度扩张。土地利用效率低下不仅造成了国土资源的浪费，也对工业化
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 （张晏，２００６；张志辉，２０１４；陈伟等，２０１４；许明
强，２０１６）。这些问题催生了针对工业用地配置效率的改革措施。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国务院及原国土资源部发布实施 《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
（以下简称 《标准》），规定了２　８６４个县级行政区的工业用地等级和相应的最低价，要求
自２００７年１月开始，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原则上不得低于各区县的最低价标准。该政策
的初衷在于提高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促进工业企业节约、集约用地，进而推动地方工业
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土地交易数据显示，２００７年前后，工业用地平均出让价格从不到

１００元／平方米跳涨到超过２００元／平方米。当前，进一步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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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仍然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在此背景下，精准评估２００７年工业用地
最低价政策对地方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后续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调整具有重要

意义。
最低价政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科学、辩证的评估。一方面，已有文献发

现，最低价政策降低了工业用地出让补贴，提高了新进入企业的产量和生产效率 （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并促进了工业的区域转移 （程宇丹等，２０２０），这符合政策的初衷。但另
一方面，文献也发现，最低价降低了工业企业的拿地需求，导致了土地交易数量和成交
面积的萎缩 （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这意味着，在那些初始产业条件不佳 （因而土地需求不
旺盛）但被赋予较高最低价标准的区县里，工业土地出让可能会面临无人问津的尴尬局
面。不合理的最低价标准会阻碍地方已有工业扩张、新企业进入，进而对地方经济增长
产生不利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从２００７年开始，招拍挂取代协议成为工业用地的主要
出让方式。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在用地需求相对旺盛的区县里，市场均衡价格大多高
于最低价标准，这意味着，最低价政策对于这些区县的工业用地出让并不具有约束力，
因此不会影响地方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对于市场均衡价格低于或等于最低价标准的区
县，地方政府往往会选择以最低价出让土地，此种情况下的土地交易量会随着最低价标
准的提高而下降；换言之，最低价政策对于这些区县的工业土地出让具有约束力，过高
的最低价标准对地方经济增长可能会产生负向影响。
有鉴于此，为了评估最低价政策对地方经济增长影响，我们首先结合工业地块成交

价格数据和对应区县的最低价标准来识别受政策约束和不受政策约束的两类区县，并通
过回归分析分别考察最低价标准对这两类区县夜间灯光亮度的影响。此外，系统识别政
策效果的研究普遍面临内生性问题的挑战。具体而言，最低价水平不是外生的，其在区
县间的差异可能与地区本身的特征有关，比如工业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策、自
然条件等，而这些特征 （观测或不可观测的）可能会对地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从而导
致最小二乘回归 （ＯＬＳ）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存在偏误。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利用政策实
施年份前后以及最低价标准在区县间的双重差异，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控制区县固定效
应、省份特定的时间固定效应，以及和最低价标准相关的区县初始经济社会特征与时间
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以缓解不可观测因素对政策效果识别的不利影响。此外，我们也提
供了支持平行趋势假设成立的实证证据，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和异质性检验。
在克服上述实证挑战的基础上，本文稳健地发现：在受最低价政策约束的区县里，

最低价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区县的夜间灯光强度，具体来看，区县最低价每提高１００元，
该地夜间灯光强度平均下降２．６％；在不受最低价政策约束的区县里，最低价变化对其
夜光强度的影响程度较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在受约束的区县里，更高
的最低价显著降低了地方新进入工业企业数量和已有工业企业的就业规模；在不受约束
的区县里，最低价对新进入企业数量和就业规模均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我们发现，在
受约束区县里，最低价标准显著降低了区县第二产业增加值，但对第一、三产业增加值
没有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在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的区县、
东部区县都更强。结果说明，由于行政级别等非经济因素，一些经济基础弱的区县被赋
予了 “过高”的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高地价抑制了工业企业的拿地需求，阻碍了
已有工业企业的扩张和新企业的进入，不利于地方工业发展，进而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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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这提示在制定行政性限制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调整空间。结果也
说明，在工业用地采用公开招拍挂方式出让以后，在那些经济基础较好、用地需求旺盛
的区县里，最低价标准对于土地交易的影响有限。本文结论为理解以提高工业土地利用
效率为初衷的改革措施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实证证据，也为进一步优化工业用
地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推动地方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有益启示。
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相关文献；第三部分介绍政策背景和影响地方经

济增长的具体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实证检验猜想；第四部分设定计量回归模
型，讨论识别策略，并说明数据和变量；第五部分汇报主要实证结果，并对实证模型有
效性的关键假设、政策影响机制以及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第六部分进行拓展分
析；第七部分总结全文，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 献 回 顾

已经有丰富的文献考察了低工业地价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低地价能够
有效拉动工业投资、推动地方经济增长，而地方官员也能够因此获得晋升优势 （张莉
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９；雷潇雨和龚六堂，２０１４；杨其静等，２０１４；田文佳等，２０１９ａ）。另一
方面，文献也发现低地价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各种负面影响。例如，杨其静等
（２０１４）发现廉价出让土地会显著抑制土地对地方投资、财政收入和ＧＤＰ的促进作用；
田文佳等 （２０１９ｂ）发现工业用地补贴虽然能够吸引更多企业入驻，但单位土地的总产
值和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较低；卢建新等 （２０１７）发现利用工业用地进行招商引资带
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一些文献探讨了我国工业用地市场的改革历程和影响。例如，Ｄｉｎｇ （２００３）从理论

上分析了土地市场改革如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高魏等 （２０１３）梳理了工业用地市场改
革历程；钱忠好和牟燕 （２０１２）测度了不同时期土地市场化水平；陈伟等 （２０１４）、罗
能生和彭郁 （２０１６）研究了我国土地利用效率的演变；Ｄ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通过对北京地
区的案例分析发现市场机制的引入极大地重塑了土地市场的运行机制；Ｔ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通过对杭州的案例分析发现政府对工业土地出让的调控政策并没有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王克强等 （２０１３）发现招拍挂出让有助于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董祚继 （２０１９）详细
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的土地制度演进及其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少数较新
文献研究了旨在提高工业地价的政策措施对地方工业生产的影响。席强敏和梅林
（２０１９）指出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对工业效率具有提升效应，而这种提升效应来源于更低
的低效率企业进入占比和更高的低效率企业淘汰风险；程宇丹等 （２０２０）发现减少工业
用地价格补贴能够显著促进工业企业在区域间转移；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发现工业用地最
低价标准提高了工业用地实际交易价格、新进入企业的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但对工业
土地交易数量和成交土地面积都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并指出最低价标准制定是否合理仍
然有待研究。
此外，近年来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地方性政策的国内外文献，这些研究大多关注税

收、投资补贴、政府转移等地方性政策对地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详见 Ｎｅｕｍａｒｋ
ａｎｄ　Ｓｉｍｐｓｏｎ （２０１５）的文献综述）。在我国，以工业园区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式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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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的发展和扩张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Ｗａｎｇ，２０１３；Ａｌｄ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在园区各项优惠政策中，地方政府提供的
廉价土地为企业的孵化、发展以及扩张创造了基础条件。正如Ｒａｕｃｈ （１９９３）指出的，
工业土地政策是一种重要的地方性政策，对地方产业发展有着关键影响。
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本文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创新：第一，以往研究大多探讨工业用

地价格补贴的原因和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少有文献评估旨在减少价格补贴、抬高工业地
价的改革措施对地方工业发展、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使用全国区县数据，系统地考察
工业用地最低价政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机制，为相关文献提供了重要补充；第
二，在已有探讨工业土地最低价政策的文献里，鲜有研究评估各区县最低价标准的制定
是否合理，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空缺，为进一步优化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第三，虽然
工业土地政策是一项重要的地方性政策，对地方工业发展有着关键影响，但是少有文献
考察工业土地政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为相关文献提供了补充。

三、政策背景、机制和实证猜想

为了遏制工业用地压价竞争、低成本过度扩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国家出台了工
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政策，规定了全国２　８６４个县级行政区的工业用地的等级和最低价，
除了由上级政府部门批准的一些特殊地块①，工业用地的实际出让价格不得低于规定的
最低价。《标准》规定了每个区县的工业用地等级，每个等级对应一个最低价标准。各
区县的等级归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也同时参考区县所在省市的
行政级别。《标准》中共有１５个土地等级，最低价格从６０元／平方米到８４０元／平方米不
等，土地等级越高，对应的最低价越低，对应的区县数量越多。其中，１至３等的土地
只对应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和深圳市的区，土地等级最高的大多是欠发达省份的
县，如１５级多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云南省和贵州省。自

２００７年以来，工业用地出让价格明显提高，且在之后的年份持续增长。②

最低价制定虽然参考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但也受区县行政等级等其他非经济因素
的影响。相对于地级市市辖区，县级行政单位的土地等级大多都偏低。例如，广东省汕
尾市城区属于８等，最低价为２５２元／平方米，而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则属于１０等，最
低价为１６８元／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长沙县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都远远高于
汕尾市城区，长沙县在２００１年的工业生产总值达到了５３．６亿元 （人均７　２４３元），而汕
尾市城区仅有４．５亿元 （人均１　３３３元）。另外，位于拥有更高行政级别城市里的区县也
大多被赋予更高的最低价标准。例如，北京市密云县 （２０１５年改为密云区）属于９等，
最低价为２０４元／平方米，其在２００１年的工业生产总值仅为１３．９亿元 （人均３　５６４元）。
这意味着，一些区县的最低价标准与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可能并不匹配， “过

①

②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关于发布实施 〈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通知》规定，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地块可以
以低于最低价标准的价格出让；２００９年５月 《关于调整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实施政策的通知》进一步规定了可
以低于最低价标准的情况。

我们在附录Ｉ中绘制了土地等级与最低价格和区县数量的对应关系，并展示了工业用地出让平均价格随时间变
化的趋势。篇幅所限，附录未在正文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在 《经济学》（季刊）官网 （ｈｔｔｐｓ：／／ｃｅｑ．ｃｃｅｒ．ｐｋｕ．ｅｄｕ．ｃｎ）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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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最低价会导致这些区县的工业用地陷入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势必会阻碍已有工
业企业的扩张、新企业的进入，不利于地方工业发展，进而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
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７年工业用地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变革是招拍挂取代协议成为工业

用地的主要出让方式，工业用地出让中的招拍挂占比在２００７年前后从不足１０％增长到

９０％。在更为市场化的出让方式下，更高的出让信息公示力度会带来更多的竞买企业，
进而推高土地出让价格。一方面，在用地需求相对旺盛的区县里，市场均衡价格大多会
高于最低价标准，这意味着，最低价政策对于这些区县的工业用地出让其实并不具有约
束力，也就是说，即使不存在最低价约束，土地出让价格也会高于相应的标准，此时，
最低价政策不会通过影响工业企业拿地来影响地方经济。图１（ａ）展示了上海市奉贤区
工业用地出让价格溢价率的分布。奉贤区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间出让的４８８块工业用地的实
际出让价格均在最低价之上，并且９６％的土地交易的溢价率超过１．５。另一方面，在一
些工业基础较薄弱的区县里，市场均衡价格往往低于或是等于最低价标准，此时，地方
政府会倾向于以最低价 （或略高于最低价）出让土地。此种情况下的土地交易量会随着
最低价标准的提高而下降，这意味着，最低价政策对于这些区县的工业土地出让具有约
束力。图１（ｂ）展示的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就属于这种情况。

　　　　　　　（ａ）上海市奉贤区溢价率分布　 　 　　　　（ｂ）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溢价率分布

图１　部分区县工业用地出让价格溢价率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土地市场网 （ｗｗｗ．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ｃｏｍ）公布的地块出让结果公告，对案例中的区，取２００８年１月

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所有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工业类地块。

根据以上对政策背景的介绍和讨论，本文提出两个实证猜想。
猜想一　对于那些受最低价政策约束的区县，较高的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通过阻碍

工业发展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
猜想二　对于那些不受最低价政策约束的区县，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不会影响工业

企业拿地，因而对地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

四、数据与实证方法

（一）数据与变量构造

１．区县夜光数据
本文采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全球夜间灯光数据来度量各区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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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间的经济增长。区县级夜间灯光强度与第二产业 ＧＤＰ之间高度正相关，

夜光强度能够很好地反映地方工业发展水平。①

２．区县经济变量
作为机制检验的被解释变量，我们从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搜集了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

间各区县的工业企业就业总数、分产业增加值数据。另外，我们使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数据库计算了各区县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间新进入工业企业数量。

作为回归分析的主要控制变量，我们从２００１年县级财政统计资料里整理了各区县
在２００１年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包括区县ＧＤＰ，ＧＤＰ中第二、三产业比重和年
末人口数。我们还使用各区县１９９２年夜间灯光、１９９２—１９９９年间夜光增长率来度量其
历史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表１报告了主要关注变量的统计描述。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夜间灯光强度 对数值 ２８　７４０　 ８．３５４　 １．１４１　 ０　 １１．２３９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第二产业从业人数 对数值 １８　００２　 ９．９３３　 ０．８９４　 ４．８４４　 １３．５５７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新增规模以上企业数量 对数值 １３４８４　 ０．９９２　 ０．９５　 ０　 ３．０９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第一产业增加值 对数值 ２１　６３７　 １１．４４　 １．００４　 ４．６０５　 １３．９９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第二产业增加值 对数值 ２１　６７４　 １２．０５５　 １．４５４　 ４．６０５　 １６．６４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 对数值 １７　８１７　 １２．４２７　 １．３３９　 ４．６０５　 １７．１５４

最低价 （受约束样本） 百元 ９　５７６　 １．７５３　 １．３８６　 ０．６　 ８．４

最低价 （不受约束样本） 百元 １９　１６４　 １．２５１　 ０．８３１　 ０．６　 ８．４

２００１年ＧＤＰ 对数值 ２８　７４０　 １２．０２　 １．１４３　 ３．２９６　 １５．６２９

２００１年第二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 １　 ２８　７４０　 ０．４０７　 ０．１６３　 ０　 ０．９３１

２００１年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 １　 ２８　７４０　 ０．３５４　 ０．１２７　 ０．０３３　 １

２００１年年末人口 对数值 ２８　７４０　 ３．５７６　 ０．７６８　 ０　 ５．２８８

１９９２年夜间灯光强度 对数值 ２８　７４０　 ６．６７５　 ２．００８　 ０　 １０．５５１

１９９２—１９９９年夜光平均增长率 １　 ２８　７４０　 ０．８７５　 ０．９２１　 ０　 ６．９６７

３．最低价政策约束力度
本文使用 《标准》规定的各区县的最低价标准作为评估政策影响的政策变量。根据

前文的讨论，只有在那些受最低价政策约束的区县里，最低价标准高低才会对地方工业
发展产生影响。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识别受最低价政策约束的区县。具体来看，我们
计算了各区县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间工业用地交易中实际出让价格等于或低于最低价的份
额 （以下称为 “受约束地块份额”）②，此份额越高，最低价政策对当地工业土地出让的

①

②

具体结果详见附录Ⅱ图Ａ１。夜间灯光强度与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是０．３７，０．７５
和０．４３。在机制和稳健性讨论部分，我们将展示工业用地市场改革的两项政策对夜光强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作用于
第二产业，而非第一、三产业。

由于以低于最低价标准出让工业用地需要获得上级政府批准，审批过程需耗费行政成本，因此，这些地块
也被视为 “受政策约束”的地块，与等于最低价的情况等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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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力度越强。最低价政策在各区县的约束力度存在明显差异。① 本文将工业土地交易中
受约束地块份额多于５０％的区县定义为受最低价约束的区县。在样本中，这种区县共有

７９８个。作为对比，本文也考察那些不受最低价政策约束的区县，我们将工业用地交易中
受约束地块份额少于５０％的区县定义为不受最低价约束的区县，共有１　５９６个。② 我们预
期在这些不受最低价政策约束的区县里，最低价对于地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考虑到最低价标准制定参考了各地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被解释变量在政策发生前的

时间趋势在不同区县间可能已经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回归估计量有偏。为了缓解这个问
题，我们使用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基于各区县初始社会经济指标和在 《标准》中的土
地等级，预测该区县的土地等级得分，以此作为衡量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③

我们将在回归模型里控制这个综合经济指标的多次项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以此来
进一步缓解估计的内生性问题。

（二）实证方法设计

为了估计２００７年最低价政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
（黄炜等，２０２２），用两个维度上的差异来估计政策对区县夜光强度的影响，其中一个维
度是政策发生前后，另一个维度是各区县的最低价标准。计量模型如式 （１）所示：

Ｙｃｔ＝βＰｏｌｉｃｙｃ×Ｐｏｓｔｔ＋κｃ＋ηｐｔ＋Ｘ′ｃｔα＋εｃｔ， （１）
其中，ｃ、ｔ分别表示区县和年份；Ｙｃｔ是区县ｃ在ｔ年夜间灯光强度的平均值加１后的自
然对数值，用来度量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Ｐｏｌｉｃｙｃ 是区县ｃ的最低价水平④；Ｐｏｓｔｔ 表
示政策前后年份的虚拟变量，Ｐｏｓｔｔ＝１表示２００７年或之后；κｃ 是区县固定效应，用来
控制时间上不变的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的干扰 （例如自然条件、工业基础、经济发展水
平等）；ηｐｔ是省份特定的年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各省政策差异对区县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控制政策前夜光强度的时间趋势在经济社会特征不同的区县间的差异，方程
中进一步加入了２００７年前各区县初始特征 （包括１９９２年夜光强度的对数值，１９９２—

１９９９夜光增长率，２００１年ＧＤＰ的对数值，２００１年ＧＤＰ中第二、三产业比重，２００１年
年末人口数的对数值，以及预测土地等级得分多次项）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Ｘｃｔ；
最后，采用聚类在区县层面的标准误。

五、实 证 结 果

（一）最低价政策的影响

首先，我们按照式 （１）的设定，考察最低价政策对区县经济增长的影响。如前文

①
②

③

④

附录Ⅱ图Ａ２展示了这一份额的分布。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此处虽然用 “受约束”“不受约束”命名两类区县子样本，受约束／不受约束区县中并

不是所有的地块都受到／不受最低价约束。在回归子样本中，受约束区县中平均有８２％的地块受到约束 （出让价格
等于或低于最低价），而不受约束区县中平均仅有１５％的地块受到约束。

土地等级是制定最低价标准的核心和基础，依据 《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 （ＧＢＴ　１８５０７－２００１）》，共１５个等
别，等别划分根据全国各个县、市 （区）级行政单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状况、基准地价水平等因素，
采用综合评价法确定。受篇幅限制，构造各区县土地等级预测得分的具体步骤见附录Ⅲ。

特别说明，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中，最低价政策变量为连续变量，表示政策的处理强度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
ｔｙ），与按照是否实施政策设定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传统双重差分模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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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最低价政策仅对约８００个样本区县具有明显约束，我们预期最低价政策仅对这个
子样本有显著影响。有鉴于此，这部分实证分析将对受最低价约束和不受最低价约束两
类样本区县分别进行回归，以此来考察最低价政策的影响在这两组区县间的差异。所有
回归方程中均控制了区县固定效应、省份特定的年份固定效应、区县初始特征与年份虚
拟变量的交互项。如表２第 （１）列所示，对于那些受最低价约束的区县，最低价的提
高显著降低了区县的夜间灯光强度，具体来看，区县最低价每提高１００元，该区县范围
内的夜间灯光强度平均下降２．６％；第 （２）列汇报了不受最低价约束区县的回归结果，
最低价的提高对其夜光强度的影响程度较小并且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一结果也是符合预
期的；最低价政策的影响在两个分组间的差异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 （ｐ 值＜０．０００１）。
以上结果意味着，对于部分区县，最低价政策的制定并没有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
平，过高的工业土地出让最低价可能阻碍了工业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这也提示政策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表２　最低价政策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ｌｎ （夜间灯光强度）

受最低价约束样本 不受最低价约束样本

（１） （２）

最低价×２００７年之后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初始变量×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９　５７６　 １９　１６４

Ｒ２ ０．９８１　 ０．９８５

　　注：标准差聚类到区县层面，＊、＊＊、＊＊＊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后同。

（二）实证假设、机制与稳健性检验

接下来是针对本文的实证假设、作用机制、回归结果稳健性的一系列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有效性的前提假设是平行趋势，也即，如果没有最低价政策，在控制了

方程 （１）里的控制变量以后，最低价标准相异的区县中的夜间灯光亮度的变化趋势应
该是平行的。我们采用式 （２）来检验２００７年前样本区县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Ｙｃｔ＝∑
２０１３

ｔ＝２００３β
ｔ　Ｐｏｌｉｃｙｃ×Ｙｅａｒｔ＋κｃ＋ηｐｔ＋Ｘ′ｃｔα＋εｃｔ， （２）

其中，Ｙｅａｒｔ 为年份虚拟变量，以２００２年为基期，在回归中加入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对应的
虚拟变量；其他变量设定与主回归式 （１）一致；采用聚类在区县层面的标准误。图２
展示了回归里β

ｔ 的估计值以及９０％置信区间。① 不难发现，与２００２年相比，最低价标
准在２００７年之前的所有年份对应的估计系数都非常接近０且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说明在

① 回归结果表格请见附录Ⅱ表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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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施前，最低价标准不同的区县，经济增长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符合平行
趋势假设。此外，结果也表明，最低价对于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

图２　平行趋势检验

　　注：图中展示了回归模型里βｔ的估计系数以及９０％置信区间；回归以２００２年为基期，使用受最低价政策约束

的区县样本。

２．机制分析
如前文的论述，本文认为最低价政策是通过影响工业企业拿地来影响已有工业企业

的扩张、新企业的进入，进而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为了探究这一机制，我们
首先从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搜集了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间县级行政区的工业企业就业总数，将
其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探究最低价政策对已有工业企业扩张的影响；其次，我们使用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每个样本区县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间新进入工业企业数量，将
其对数值作为机制检验的另一个被解释变量，以探究最低价政策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

表３Ｐａｎｅｌ　Ａ汇报了最低价政策对上述两个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回归模型与式 （１）
相同。结果显示，在受最低价政策约束的区县里，最低价每上升１００元，该地第二产业
从业人数平均降低６．５％，新进入工业企业数量平均降低９．９％，影响均在统计上显著；
在不受最低价政策约束的区县里，最低价对于两个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较小且在统计
上不显著。上述机制分析表明，在受约束的区县里，更高的最低价显著降低了地方新进
入工业企业数量和已有工业企业的就业规模；在不受约束的区县里，最低价对二者均没
有显著影响。①

进一步地，我们使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间县级行政区分产业增加值数据，来探究最低
价政策对区县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影响，检验最低价政策是否是通过影响地方工
业发展而不是农业或服务业发展来影响夜光强度的。表３Ｐａｎｅｌ　Ｂ汇报了回归结果，回
归均使用受最低价政策约束的区县样本，回归模型与式 （１）相同。结果显示，在受最

① 在附录Ⅱ表Ａ２中，我们使用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来估计政策对区县新进入企业总就业规模的影响，
表Ａ２的Ｐａｎｅｌ　Ａ显示，该影响程度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说明，政策对于地方第二产业从业人数的负向影响主要
是通过作用于已有工业企业来实现的。此外，我们也估计了最低价标准对于新进入企业产值和生产效率的影响。表
Ａ２中Ｐａｎｅｌ　Ｂ、Ｐａｎｅｌ　Ｃ显示，在受约束区县里，新进入企业的平均产值和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均不随最低价标准
的增加而提高，这意味着，当最低价标准与区县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时，最低价政策并不能发挥筛选优质企业的作
用。此外，表Ａ２的Ｐａｎｅｌ　Ｂ、Ｐａｎｅｌ　Ｃ也显示，在不受约束区县里，最低价标准对新进入企业平均产值和ＴＦＰ的影
响都不显著，这与预期一致。



２８０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２４卷

低价政策约束的区县里，最低价每上升１００元，该地第二产业增加值平均降低９．５％，
且在统计上显著；而最低价政策对于第一、三产业增加值的影响程度较小且在统计上不
显著。以上结果如支持政策是通过影响地方工业发展这一渠道作用于夜光强度的。

表３　最低价政策对不同产业的影响

Ｐａｎｅｌ　Ａ：最低价政策对区县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和新进入企业数量的影响

ｌｎ （第二产业从业人数） ｌｎ （新进入企业数量）

受最低价

约束样本

不受最低价

约束样本

受最低价

约束样本

不受最低价

约束样本

（１） （２） （３） （４）

最低价×２００７年之后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观测值 ５　０４８　 １２　９５４　 ４　６０２　 ８　８８２

Ｒ２ ０．８９６　 ０．８８０　 ０．６９０　 ０．６９９

Ｐａｎｅｌ　Ｂ：最低价政策对区县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影响

ｌｎ （第一产业增加值） ｌｎ （第二产业增加值） ｌｎ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１） （２） （３）

最低价×２００７年之后 －０．０６９ －０．０９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５）

观测值 ６　０８２　 ６　０９４　 ５　０１６

Ｒ２ ０．９８６　 ０．９６９　 ０．９７３

初始变量×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３．控制招拍挂政策与金融危机的影响
首先，由于初始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各地在２００７年以后实施工业用地出让招拍挂

的力度也有所不同。为了控制招拍挂政策实施力度差异对回归估计的影响，我们用刻画
各区县初始市场化程度的三个变量来预测该区县在２００７年后工业用地出让中招拍挂所
占份额①，在回归中加入该预测份额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４第 （１）、
（２）列所示。
其次，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与工业用地改革措施实施的时间窗口非常接近，可能会

对本文估计产生干扰。第一，此次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 （陈波和荆然，

２０１３），可能通过冲击出口来影响地方经济增长。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在回归方

① 这三个变量是：（１）各区县在２００４年全国经济普查里的国有企业就业份额；（２）基于中国土地网土地交易
数据计算的各区县在２００４年９月至２００７年６月间居住用地出让中的招拍挂份额；（３）由樊纲和王小鲁 （２００７）测
算的各区县所在省份在２００７年的市场化指数。我们将各区县在２００７年以后工业用地出让中的招拍挂份额对以上三
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并控制各区县初始经济社会特征，回归结果见附录Ⅳ表Ⅳ１。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力度差异在
很大程度上由地方初始市场化程度决定。我们根据回归系数来计算该区县工业用地招拍挂份额的预测值，并对变量
进行标准化处理。变量描述性统计见附录Ⅱ表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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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中进一步加入各区县在金融危机前的出口占比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①，回归结
果如表４的第 （３）、（４）列所示。第二，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于２００８年年底实施了
一项经济刺激计划，旨在通过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间向国有银行注入价值约四万亿元人民
币的金融资源来提振投资。最低价标准可能与该经济刺激计划所带来的地方投资增长相
关，而后者可能直接影响当地企业进入和经济增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使用地级
市在该经济刺激计划实施前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和实施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的银行贷款
增速来衡量当地投资增长，在回归中加入这一变量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②，回归结
果如表４第 （５）、（６）列所示。加入上述变量的结果均与表２的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４　控制相关事件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ｌｎ （夜间灯光强度）

回归子样本 （是否受最低价约束） 受约束 不受约束 受约束 不受约束 受约束 不受约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最低价×２００７年之后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招拍挂政策实施力度×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出口占比×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贷款增速×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初始变量×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　１２０　 １２　７４４　 ６　１２０　 １２　７４４　 ６　１２０　 １２　７４４

Ｒ２ ０．９８５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６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３　 ０．９８７

４．调整受最低价政策约束的区县样本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以受约束地块份额高于 （或低于）５０％为临界值来定义受 （或

不受）约束区县。为了进一步凸显政策在两种类型区县间的约束力度差异，我们将不受
约束区县的子样本缩小到那些受约束地块份额小于或等于３０％的区县，将受约束区县子
样本缩小到那些受约束地块份额大于或等于７０％区县，换而言之，我们去掉了那些受约
束地块份额在３０％—７０％的区县。结果显示，最低价政策结果依然稳健。③

六、进一步分析

前文发现表明，从平均效应来看，过高的最低价格显著降低了受约束区县的经济增
长。接下来，我们从地理区域和制造业占比来考察政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

①

②

③

各区县出口占比根据２００４年经济普查数据计算得到，为区县层面总的出口交货值占总产值比重。变量描述
性统计见附录Ⅱ表Ａ３。

银行贷款增速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全市）数据计算得到，计
算方法为 （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０年贷款余额加总—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８年贷款余额加总）／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８年贷款余额加总。
变量描述性统计见附录Ⅱ表Ａ３。

受最低价约束程度不同的样本回归结果见附录Ⅱ表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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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最低价政策的影响可能在不同区
域的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由于最低价政策是通过影响地方工业发展作用于夜光强度，

那么政策效果应该在制造业比重高的区域更为明显。
第一，我们根据各区县所在地理区域将样本分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子样本来进行政策

影响的异质性考察。表５Ｐａｎｅｌ　Ａ第 （１）列结果显示，最低价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
响在东部区县更强，最低价每上升１００元，区县夜光强度显著下降６．１％；第 （２）列结
果显示，政策对中西部区县的影响程度较小，在统计上也不显著；两个系数的差异在统
计上显著 （ｐ值＜０．０００１）。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在优化政策时要特别关注那些位于
东部地区、由于所在城市行政级别高而被赋予 “过高”工业出让最低价的区县。

第二，表５Ｐａｎｅｌ　Ｂ报告了按照区县第二产业ＧＤＰ规模分类的异质性结果。我们将

２００５年第二产业ＧＤＰ高于样本中位数的区县定义为高第二产业区县，其余定义为低第
二产业区县。第 （１）列的结果显示，最低价政策的影响在高第二产业区县显著为负；第 （２）

列的结果显示，在低第二产业区县，最低价政策的影响程度较小，且统计上不显著；最
低价政策的影响在两个分组间的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ｐ 值为０．０００１）。本文认为，
最低价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地方工业发展来影响当地经济增长的。因此，在那些第二产
业规模较大的区县，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强，而在第二产业规模较小的区县影响
有限。这一结果为本文实证分析的内在机制提供了证据支持。

表５　不同类型区县政策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ｌｎ （夜间灯光强度）

受最低价约束样本

Ｐａｎｅｌ　Ａ：按区域分组 东部 中西部

（１） （２）

最低价×２００７年之后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５）

观测值 １　７４０　 ４　３８０

Ｒ２ ０．９９２　 ０．９８５

Ｐａｎｅｌ　Ｂ：按第二产业ＧＤＰ水平分组 高第二产业ＧＤＰ 低第二产业ＧＤＰ

最低价×２００７年之后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１）

观测值 ３　０６０　 ３　０６０

Ｒ２ ０．９９０　 ０．９８５

各控制变量×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注：各控制变量包括区县初始变量、招拍挂政策实施力度、出口占比、贷款增速。

七、结　　论

本文以２００７年我国工业用地市场的 “最低价政策”为切入点，利用最低价在区县
间的差异，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这项政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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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受最低价政策约束的区县里，平均来看，最低价每提高１００元，区县夜光强度显
著下降２．６％，这意味着价格限制可能会阻碍地方工业发展，也提示在制定行政性限制
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调整空间。进一步的动态分析表明，政策对于地方经济
增长的影响均存在持续性。机制分析表明，在受约束的区县里，更高的最低价显著降低
了地方新进入工业企业数量和已有工业企业的就业规模；在不受约束的区县里，最低价
对新进入企业数量和就业规模均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在受约束区县里，最低价标准显
著地降低了区县第二产业增加值，但对第一、三产业增加值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
表明，最低价政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在东部地区、高第二产业的区县更为
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的利用和开发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土地要素市场改革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力。２００７年针对工业用地市场出台的最
低价政策是工业土地要素市场改革的关键举措。全面、准确地评估这项改革措施对地方
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助于后续相关改革措施的出台和调整。本文的实证结果说明，与地方
经济发展特点不相匹配的行政性干预措施可能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意料之外的负面影响

（陆铭等，２０１５）。在持续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结论为进一步优化
工业用地配置体制机制，推动地方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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